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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教育的时代境遇:

梁启超与私立南开学校的互动研究

( 1912—1923)

金 国
( 常州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院，常州 213164)

摘 要: 在梁启超与私立南开学校的互动中，国学教育是重要的媒介。梁启超与严修、张

伯苓的早期互动为其在私立南开学校开展国学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演讲或讲座以及

文化学院的筹建是梁启超在私立南开学校开展国学教育的具体实践。虽然最终文化学院

以失败告终，但梁启超与私立南开学校的互动富有深意，它是近代中国私立大学国学教育

时代境遇的缩影与写照。近代中国私立大学中的国学教育是近代国学教育的有机组成部

分，对私立大学国学教育的研究，有助于深化理解国学教育在近代社会的时代命运，也有

助于为现代国学教育的开展提供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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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国学教育，20 世纪 20 年代前后，梁启超与私立南开学校①( 下文简称“私立南开”) 有过

短暂的互动往来。于梁启超而言，在与私立南开的互动中，寄托了其对传统国学的“发明整理”;

于私立南开而言，这一互动往来带来了私立学校发展所需的“名人效应”。关于梁启超与私立南

开的互动，亦有诸多学者关注。《陶行知、梁启超、张学良与南开学校》( 夏嘉、应之，1987) 、《梁启

超与南开》( 王彦力，2013) 等研究成果不同程度地梳理了梁启超与私立南开的渊源。《梁启超的

私立大学梦》( 尤小立，2014) 更是聚焦梁启超在私立南开创办的文化学院，探讨了文化学院创办

失败的原因。尽管如此，本文亦有进一步探讨、研究的空间与必要。

大体来说，本文主要聚焦或关注如下内容: 一是梁启超与私立南开学校的早期互动。现有成

果中多将梁启超与私立南开互动的起始时间定为 1915 年。事实上，在此之前，梁启超就与严修

有过短暂的接触，虽然接触时间不长，却奠定了梁启超在私立南开开展国学教育的良好基础，而

这些在现有研究成果中却常被忽略。二是文化学院失败原因的分析。现有成果虽有涉及失败原

因的分析，所得结论亦有一定的道理，但本文试图将文化学院的创办纳入近代中国私立大学国学

教育的时代背景中加以考察和分析，尝试以新的视角，归因文化学院何以创办失败。梁启超与私

立南开的互动虽然短暂，但富有深意，它是近代中国私立大学国学教育时代境遇的缩影与写照。

希望本文有助于丰富和深化对近代国学教育时代命运的理解和认知。

一、国学教育基础的奠定: 从私人情谊到学校教育的公共交往

现有成果中，一般提及梁启超与私立南开的互动，要么是从 1915 年梁启超“欲与学校方面多

所联系”［1］开始，要么是从 1921 年私立南开大学邀请梁启超参加开学典礼算起。其实，梁启超

与私立南开颇有渊源，而这渊源始于私立南开的创始人严修、张伯苓与梁启超的互动往来。查阅

《严修年谱》，早在 1912 年 10 月 12 日，严修就曾拜访梁启超，但稍显遗憾的是“谈未数语，客络

绎而至，不能尽其辞，辄先辞出，异日再来”［2］281。此时的梁启超刚刚结束长达 14 年的流亡生涯，

从日本归国不久。鉴于梁启超的声望，访客络绎不绝。这次见面是否为二人首次见面，不作考

证，但从相关记载来看，对于因访客太多而中途“夭折”的拜访，严修也颇感遗憾。尽管如此，但

梁启超与私立南开的互动自此便拉开序幕。

梁启超与私立南开的早期互动并非围绕国学教育，而是基于与私立南开学校创始人严修、张

伯苓之间的个人情谊而展开的私人交往互动。据《严修日记》《张伯苓年谱长编》记载，梁启超与

严修相识应早于张伯苓。因此，1915 年 1 月 20 日，严修在北京北海为介绍梁启超事，致函张伯

苓［3］129。1 月 30 日，严修约请梁启超、张伯苓等，梁启超相赠《欧洲战役史》［2］332。自此，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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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严修、张伯苓 3 人之间的互动交往日渐频繁，私人情谊也日渐深厚。基于此，严修于 1915 年

11 月 6 日，致函梁启超，力劝其戒“樗蒲之好”，乃因“吾国人崇拜先生者众矣。演而以为仿，行而

以为表，所系甚钜也”［2］347－348。

随着严修、张伯苓与梁启超之间的私人情谊日趋熟稔，梁启超与私立南开的互动渐由基于私

人情谊的私人交往转至学校发展的公共交往。梁启超也逐渐参与到私立南开学校的办学中来，

并受邀参与私立南开学校的相关活动。1917 年 1 月 31 日，梁启超受邀到南开学校演讲。演讲

中，梁启超表达了对私立南开的赞许之情以及盼与南开互动的迫切愿望: “鄙人旅居津门时，即

希令子弟来斯学校，并期来此参观，以冀得悉贵校详情，而与学校方面多所联络。盖国中兴学多

年，明效尚未大著，使全国学校能悉如南开之盛名，则诚中国前途之大幸。职此之故，接洽之心，

益为迫切。”与此同时，梁启超也勉励南开学子担负起社会的期望: “现今国内对于贵校学生，甚

希望大有作为于社会，并望贵校荣誉日与俱长。负斯责者，是在诸君。”［3］178 对于此次演讲，周恩

来曾在《梁任公先生演说词志》中有所记载，并给予高度评价，称其演讲“气度雍容，言若金石，入

人脑海”［3］179。显然，梁启超的演讲深得南开学子的赞许。但是，较为可惜的是，这样的演讲在梁

启超与私立南开的早期互动中并不多见。对于忙于政治事务的梁启超而言，走进学校演讲也实

为难得。

梁启超之所以愿意接受邀请并在私立南开发表演讲，或者说梁启超之所以愿意与私立南开

( 包括与严修、张伯苓) 保持互动，其原因概与如下因素有关: 其一，基于共同的教育改革的认知。

在教育改革的认知上，梁启超与严修有共识。诸如在科举改革上，梁启超对严修的举措颇为赞

赏。1897 年，时任贵州学政的严修奏请清政府开设“经济特科”，梁启超对此高度评价并赞许道:

“此亦足稍新耳目，盖实新政最初之起点。”［4］32 在梁启超看来，“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

科举为第一义。大变则大效，小变则小效”［4］27。应该说，梁启超与严修在科举改革上的共识，为

后来二人之间的往来互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其二，基于私立南开办学质量的认可。私立南开

因开办中学而享有盛誉。蔡元培称赞南开中学为“国中知名之学校”［5］。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克

伯屈在其日记中称张伯苓“是中国中学教育的先驱者，是一个国际知名的人”［3］191，从侧面肯定

了南开中学的办学质量。鉴于对南开中学办学质量的高度认可，梁启超也乐于与私立南开展开

互动，用梁启超自己的话来说，“接洽之心，益为迫切”。也基于此，梁启超将其子送入私立南开。

当然，作为互动的另一方，私立南开是乐见梁启超参与到学校办学中来的。私立学校的办学

经费主要来自于学费和社会捐助。因此，梁启超与私立南开互动所带来的“名人效应”是严修、

张伯苓所需的办学资源。借由“名人效应”，私立南开可获得更多的社会关注，以利于吸引更多

数量、更高质量的生源以及社会捐赠，确保办学经费的稳定获取。这在私立南开与梁启超的后续

互动中有更为具体的体现。

随着张伯苓、严修先后赴美以及梁启超启程赴欧游历，梁启超与私立南开的早期互动告一段

落。尽管如此，这一短暂的“互动交往史”却为后来梁启超试图与私立南开合作，共同开办国学

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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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学教育的展开: 重心转移与文化学院的筹建

自 1918 年 12 月梁启超计划赴欧至 1920 年 3 月归国，一年有余的欧洲游历对于梁启超的人

生经历而言，具有转折性意义。就社会活动重心来说，欧洲之旅强化了梁启超由政治到对中国古

典文化重新阐释的重心转移。

自 1912 年从日本归国之后，梁启超积极参与政治，并为袁世凯举旗呐喊。因此，梁启超深受

袁世凯的赏识，继而出任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当袁世凯暴露称帝野心，梁启超继而策划武力

讨伐袁世凯。在此以后，梁启超还出任过段祺瑞政府的财政总长等职。1917 年 11 月，随着孙中

山发动护法战争，段祺瑞政府垮台，梁启超也随即辞职。政潮中的浮沉，致使梁启超萌生退隐官

场政治之意。在游历欧洲之前，梁启超曾与友人忏悔“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并“相约以后决然

放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6］562－563。时值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即将召开，梁启超想乘此机

会走出国门，一来“求一点学问”，二来打算将“我们的苦冤向世界舆论申诉申诉”，以求“尽一二

分国民责任”［7］。由此，梁启超于 1918 年底前往欧洲考察。在欧洲一年有余的实地考察，使梁

启超的文化价值取向发生了重要变化，改变了其竭力引进西方思想文化的追求，转而要以西方的

辩证思维和科学研究方法重新诠释中国古典文化，使中国文化在创新中走向现代［8］。因此，梁

启超社会活动的重心也发生了转移，将“大半的精力都放在了研究古代的著述和讲学上”［9］。

基于此，创办大学也成为梁启超在欧洲游历过程中谋划的归国事项之一。1920 年 1 月 12

日，张君劢致函黄溯初述及梁启超的归国计划，其中就包括兴办大学事项。不过在张君劢看来，

开办大学实属不易，“与其自办大学，不如运动各省筹办而自居于教授，只求灌输精神，何必负办

学之责任乎”［6］576－577。如张君劢所言，20 世纪 20 年代前后私立大学办学并非易事，但从函件可

知梁启超对于办学还是抱有相当之兴趣和期待。梁启超在赴欧之前曾被推举为中国公学校长，

旅欧归来，曾有意接替校长王敬芳接管中国公学。但鉴于蒋百里的建议( 认为梁启超只宜任教，

而不宜出任校长) ，以及中国公学办学经费筹措的现实压力，梁启超最终放弃出任校长一职，而

由张东荪代理校长( 名义校长为王敬芳) 兼教务长［10］69。然而，梁启超所寄托希望的中国公学办

学并不顺利。接连爆发的风潮以及改制大学所需经费的短缺使得张东荪对于中国公学的未来持

悲观态度，以致萌生退意［10］71－72。为此，梁启超曾致函蒋百里、张东荪等，表明对于风潮以及办学

的态度:“鄙意谓但使勉强可办得下去，则此校断不宜舍弃。搏沙( 笔者注: 王敬芳) 无论如何总

属我辈，有事可以商量，最多再闹风潮一两次，愈闹一次则阻力愈减一分，在吾辈持之以毅而

已。”［6］603对于中国公学，梁启超的态度是明确的，即希望尽最大努力维持办学。在随后的信函

中，梁启超进一步要求蒋百里等“要尽其力所能及，将此校办好”［6］606。

在勉励张君劢、蒋百里等在中国公学的继续办学之外，梁启超也在试图谋划拓展国学教育

“根据地”。因此，梁启超强化了与私立南开的互动。1921 年 1 月 6 日，梁启超受邀颁发南开大

学各组网球比赛优胜奖品以及足球第一队奖［3］273。1921 年 9 月 1 日，梁启超应邀在南开演讲大

学之责任。9 月 12 日，梁启超受聘讲授中国史，题为《中国历史研究法》，并从该日始授课，课时

为每周一、三、五下午四时至六时，且该课为文、理、商三科必修科目。据记载，第一次讲课听讲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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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百人之多，天津各校教员、学生来旁听者颇众［3］283－284。1921 年 11 月 21 日，梁启超在南开大学

讲演《市民与银行》，就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停止兑现影响市面金融问题发表讲话，除历史课学生

外，还有南开中学学生及校外人员听讲［3］288。

鉴于梁启超与私立南开的密切往来以及迫于生计的现实考虑，1921 年 11 月 26 日，蒋百里

致函梁启超谈及与私立南开共同办学的想法: “先生于近日内，何妨与南开确定一办法，将先生

之历史讲义亦归为讲座之一，而再约漱溟( 笔者注: 梁漱溟) 也担任一座，震( 笔者注: 蒋百里) 与

君劢( 笔者注: 张君劢) 、东荪( 笔者注: 张东荪) 每各担一座，每座讲演之期为四个月，文书口头研

究之期为六个月，因每座专为内部学生不收外人，则由学校酌送束脩，大约连买书费在内得万六

千金即足( 若四人则更少矣) 。若能公开，更添收一部听讲生则其效益宏矣。此事似尚轻而易

举，而为震与君劢当前目下之生活问题，亦可同时解决，岂非一举数得。”［6］604

1921 年 12 月，梁启超致函张东荪、蒋百里、舒新城等，报告与张伯苓所谈在南开办学事宜:

“南开事绝无问题，伯苓之着急过于吾辈。每见必询消息，我几无以应对。昨日讲义完了时，彼

又来问君劢行止，我告以二十日内必到，彼重托设法，勿俾他处截留，我已允为尽力。此公办事权

限分明( 我从数小事看得极清) ，我已与彼言，若将文科全部交我，我当负责任，彼欢欣鼓舞已极。

对于此事当经一次吾党会议后积极进行。百里所言立办自由讲座之说，我颇怀疑，鄙意先将此文

科立定后再图进取。我与伯苓商，本是明年暑假后计划( 但我辈若预备齐全，则寒假后进行一部

分，亦未始不可) ，鄙意君劢当主任，百里、东荪、宰平( 笔者注: 林宰平) 各任一门( 宰平未与切商，

谅必可来) 。能找到梁漱溟最佳，更辅之以我，吾六人者任此，必可以使此科光焰万丈。我的计

划对于南开文科，原定预算外，由我设法为之岁募数千( 谅不难办到) ，则我辈对于此科之关系愈

深，而基础愈固( 此科当然旁通理、商两科，则根底植于全校矣) ……南开文科办三年后，令全国

学校文史两门教授皆仰本科供给，其所益不已多耶?”［6］606－607

从梁启超的致函中可知张伯苓对于梁启超的建议是“欢欣鼓舞”的。梁启超与私立南开的

合作对于双方来说都有益处。一方面，对于梁启超而言，可以通过借助南开文科培植国学人才。

当然，这其中亦有借助国学人才的培养，壮大派系力量之意。另一方面，如上文所述，私立南开也

希望借助梁启超的盛名促进办学。不管是严修抑或张伯苓均深知办学的“名人效应”，因此在实

际办学过程中，尤其是在办学经费的募捐过程中希望凭借梁启超的声望筹集更多办学经费。诸

如 1921 年 10 月 30 日，南开学校董事会召开会议，决定将来拟请梁启超撰写捐启序言［3］287。事

实上，梁启超也为私立南开大学慷慨撰写了《为南开大学劝捐启》。

基于此，1922 年 1 月 17 日，梁启超、张君劢、张东荪、蒋百里等就在南开大学筹建文化学院

会晤张伯苓。当然，张伯苓是乐见其成的。按照筹建计划，将由梁启超自任文化学院院长，这在

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梁启超未能担任中国公学校长的遗憾。当然，创建文化学院仅有理想是不行

的，还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为此，梁启超发表《为创办文化学院事求助于国中同志》一文，谋求

社会力量襄助办学。关于成立文化学院的目的，梁启超在该文中强调: “我国儒家之人生哲学，

为陶养人格至善之鹄，全世界无论何国，无论何派之学说，未见其比，在今日有发挥光大之必

要。”除此之外，梁启超也述及了“现在学校制度有种种缺点”，并以此纠偏，实行半学校半书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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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组织形式。该文也明确了文化学院在“教导以外拟办诸事”，包括: ( 1) 整理重要古籍，校勘、

训译、编订，令尽人能读且乐读; ( 2) 将旧籍或新著翻译欧文; ( 2) 编写学校用之国史、国文及人生

哲学教本等［6］633。

文化学院筹建计划一经公布，引起了社会关注以及私立南开的高度重视。据《梁启超年谱

长编》记载:“先生创办文化学院的计划和征求赞助的启事，遍达各处后，名流中复书慨愿捐助者

颇不乏人，学生中因仰望而致书愿来受教者也大有人在。”［6］634《南开周刊》对此亦有报道:“自梁

任公先生与学校方面共议在本校大学部成立东方文化研究院①后，一般有志东方学术研究者，莫

不引颈高呼，期此世界独一之研究院早成立; 而学校方面半年来亦积极与梁任公筹划一切，如募

经常费，敦请当代大学者张君劢、蒋百里诸先生来院讲学等，不遗余力。”［3］316

按照梁启超的计划，文化学院拟在 1923 年秋季开学。但遗憾的是，此项计划最终未能实现，

这对于私立南开以及 20 世纪 20 年代的国学教育而言，均是极大的损失。

三、无疾而终的国学教育: 失败原因

关于文化学院计划最终夭折的原因，学界大体有两种意见: 一是认为“大概仍是经费的困

难”［6］634 ; 二是认为主要因为“梁启超对于私立大学创办的雄心很大，实缺乏确定的规划”［11］。以

上诸原因，固然是导致文化学院失败的重要因素，但不管是因为经费的原因，抑或梁启超的个人

因素，均未将文化学院计划的失败放在近代私立大学创办的时代背景以及国学教育的时代境遇

层面上加以考察。

从文化学院公布的创办计划来看，授课者多是梁启超的门生，因此师资应不是文化学院创办

面临的最大问题。办学经费的筹集才是创办文化学院亟须考虑的核心议题。按计划，文化学院

所需最低限度经费包括: 建筑费 4 万元，购置图书费 2 万元，头两年经费共 4 万元。尽管文化学

院设在“南开大学新校址中，一切学课与南开保相当之联络关系”，但“文化学院简单之建筑终不

可少，即此亦非三、四万不可”，可现实捐赠情况却是，虽然响应者不乏其人，但“所得者尚不及十

分之二也”［6］633－634。就 20 世纪 20 年代前后私立大学②创办的时代背景而言，创办者不仅需要发

布创建计划，还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筹措办学经费。

从教育政策层面来说，政府虽鼓励私立大学的创办与发展，但除了在相关政策上支持和鼓励

外，并无办学经费上的资助。在政府看来，私立大学( 包括其他私立学校) 虽然重要，但终究是扮

演“辅助国立大学教育高等人才”［12］的角色。从社会背景来说，自袁世凯去世之后，派别纷争、地

方武装冲突不断。“在民国期间，举凡地方性和地区性，以致全国规模的长期和短期的武装冲

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有数十百次之多。”［13］文化学院所在的平津地区，在 1920—1922 年就爆

发了两次大规模战争: 一是 1920 年 7 月爆发的直皖战争; 二是 1922 年 4 月爆发的直奉战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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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梁启超所筹建的办学机构，目前有两种不同的名称，分别是东方文化研究院与文化学院。本文以

梁启超发表的《为创办文化学院事求助于国中同志》一文中的名称为准。
本文所指私立大学是指国人自办的私立专门以上学校，具体包括私立大学与私立专门学校，不含教会

学校。



次战争对于平津地区办学生态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再从社会民众的公共精神来说，资助兴学

的社会氛围尚未形成，也不利于私人办学。这也是司徒雷登为什么能够体谅张伯苓办学不易的

原因之所在，因为相比之下“美国人习惯于响应国内和国外在教育和宗教方面的呼吁……张伯

苓没有这些优越条件”［14］。

基于此，想要创办并维持私立学校的生存，则必然需要倾注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以获取办学

资源。查阅 1922—1923 年的《梁启超年谱长编》可知，在此期间梁启超的精力并非完全用在文

化学院的创办上。除讲学、著述、办报外，中国公学依然是梁启超着力关心的重要事项，所耗精力

颇多。而与文化学院相关事项，在《梁启超年谱长编》中则较少提及，可见文化学院并未成为梁

启超在此阶段主要顾及的对象，或者说在诸多事务当中，文化学院的重要性尚未达到梁启超所要

着力考虑的程度。在中国公学因办学经费岌岌可危的窘境之下，梁启超难有精力顾及文化学院

的创办以及办学经费的筹措。这是文化学院创办失败的重要原因，而现有成果中鲜有涉及。

当然，文化学院创办失败也与国学教育在近代中国私立大学中的时代境遇有关。与国立大

学相比，私立大学在专业设置方面显得更为务实，常会选择一些实用性较强且易于就业的专业。

如此专业设置也导致了私立大学中的国学教育处境堪忧。

就专业设置而言，私立高校中少有国学相关专业。以 1918 年为例，经政府立案认可的私立

大学中，仅武昌私立中华大学设有“文科哲学门”，私立中国大学设有“文预科”［15］179－180。而立案

认可的私立专门学校中尚未见国学相关专业的设立［15］187－190。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国立大

学中，多有设置国学相关专业，诸如国立北京大学、山西大学、南京高师、武昌高师，以及后来成立

的东南大学等均设有国学相关专业，清华学校还因办有国学研究院而享有盛名。因有充足的办

学经费，梁启超亦有底气将清华国学院打造成国学重镇［16］。因属国立大学，东南大学也才有可

能成为国学研究的重要阵地，其所创办的《学衡》杂志影响深远，以至成为学术流派。在私立大

学的办学中，国学并非其首选专业，尤其在私立大学初创时期更是如此。中国公学即是例证。中

国公学除了办理中学外，还“附设师范、理化、英文、算学等专科，以应时需”［17］。民国之后，在孙

中山、黄兴等支持下增设政、法、商专门科，三科之中，商科发展最好，直至 1925 年中国公学才添

设哲学系。

此外，即使私立大学中设有国学相关专业，也多惨淡经营。私立大学中，专门以国学教育而

著称的当数无锡国学专修学校( 下文简称“无锡国专”) 。无锡国专创办于 20 世纪 20 年代，其规

模不大，但却在当时的国学教育中占有一席之地。无锡国专之所以能够维持办学，离不开施肇曾

的大力资助，并承担了无锡国专初创时期的全部开办经费［18］。即便如此，随着战争对办学环境

的破坏，以及办学规模的扩大，无锡国专也曾濒临停办。无锡国专如此，遑论其他私立大学。无

锡国专实属个案，普遍的情况却是，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西学的大量输入，传统文化乃至国学

教育招致巨大冲击。在此背景下，私立大学中的国学教育在科系竞争中往往处于弱势，常常让位

于实用性学科。以私立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创办为例，鉴于校长林文庆“对于国学，提倡不遗

余力”，厦门大学于 1925 年冬才开始着手筹办国学研究院。1926 年 10 月 10 日，国学研究院成

立，校长林文庆亲任院长，沈兼士、林语堂分任研究院主任、院总秘书，实际工作由沈兼士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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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19］。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创办可谓轰动一时，然而不幸的是，却因此爆发了学生风潮。关

于风潮的缘起与经过，限于篇幅本文不作具体讨论，不过按照顾颉刚的说法，“厦大的风潮，起于

理科与文科的倾轧，而成于鲁迅先生的辞职”［20］。鲁迅亦认为，在厦门大学“理科也很忌文科，正

与北大一样”［21］。在这场文科与理科的竞争中，最终以国学研究院停办的方式结束。

四、结 语

不管是梁启超在私立南开大学创办的文化学院，抑或厦门大学成立的国学研究院，其实是近

代中国私立大学中国学教育时代境遇的缩影与写照，它受制于私立大学自身的性质与办学模式，

也受制于实用主义盛行的时代背景。当然，除此之外，国学教育在私立大学中的式微也与西学的

引入而导致的学科分化密切相关。国学教育不再“是从整体性上掌握的一门学问”［22］，而是嵌套

在现代学科分类体系之中。具体来说，现代学科体系中的历史、哲学、语言学、文学等在一定程度

上也留存了传统国学的相关内容。国学作为整体之学遭到了现代学科分类的挑战，陈独秀对此

就曾批评道:“当今所谓国学大家，胡适之所长是哲学史，章太炎所长是历史学和文字音韵学，罗

叔蕴所长是金石考古学，王静庵所长是文学。除这些学问外，我们实在不明白什么是国学。”［23］

在此背景之下，依然有私立大学不单开设国学相关专业，甚至专门成立国学研究院。然而，鉴于

私立大学本身的性质以及实用主义思潮的侵袭，国 学 教 育 在 近 代 私 立 大 学 的 命 运 可 想 而

知。近代中国私立大学中的国学教育是近代国学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对私立大学中国学教育

的研究，有助于深化理解国学教育在近代社会的时代命运，也有助于为现代国学教育的开展提供

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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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Liang Qichao and Private Nankai School ( 1912—1923)

JIN Guo
(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Changzhou University，Changzhou 213164，China)

Abstract: The Sinology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medium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iang Qichao

and Private Nankai University． The early interaction of Liang Qichao，Yan Xiu and Zhang Boling pro-

vided good foundation for the launch of Sinology education of Private Nankai University． The speech，

lectur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culture school were the concrete practices Liang Qichao carried out to

launch the Sinology education． Although the culture school failed，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iang

Qichao and Private Nankai University has profound meaning，and it is the epitome and portrayal of the

situation of Sinology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ese private universities． The Sinology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ese private universities is an integral part of modern Sinology education． The study of

Sinology education in private universities will help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time fate of

Sinology education in modern society，and to provide historical references for the launch of modern

Sinology education．

Key words: Sinology education; Liang Qichao; Private Nankai University; private university;

pragmat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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